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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建立一个广泛参与、稳定的、减排效果显著的全球气候联盟一直是国际社会急需解

决的问题． 本研究将气候联盟模型分解为外部效应、时间效应和成本效应，分别在对称和非对

称条件下，对比研究了不合作、完全合作、库诺特联盟两阶段静态博弈和斯坦克尔伯格联盟三

阶段动态博弈的减排结果，并通过模拟确定了稳定的联盟规模． 研究发现：联盟的外部效应的

正向作用和时间效应的负向作用在一定情况下会相互抵消或占优． 当成本收益比接近 ０ 时，联
盟的净收益会较小，此时时间效应占优，领导者会减少自身减排量，诱导追随者增加减排量，如
此会吸引更多的参与者，最终形成稳定的大联盟，从而解释了“合作悖论” ． 成本效应源于不对

称国家的出现，使外部效应不再是严格的正向作用，并产生了交易转让的需求． 对于高收益且

低成本的国家，时间效应的影响最大；对于高收益且高成本的国家，成本效应的影响最大． 通过

模拟发现，当成本和收益呈现负协方差的偏态分布时，非对称性越明显越有利于联盟的稳定和

减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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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给世界各国带来严重的损

失，《２０２２ 年全球风险报告》将“气候行动失败”
列为世界头号长期威胁和未来十年影响最严重的

风险［１］ ． 渐进式减排的时间窗口已经错过，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最新发布的《２０２２ 年排放

差距报告》指出，为了到 ２０３０ 年将全球温升控制

在 ２ ℃以下，需要在当前的政策情境下实现 ３０％
的温室气体减排，各国要在 ８ 年内完成经济和社

会的快速转型，不然将导致本世纪末至少升温

２. ８ ℃ ［２］ ．
当前日趋复杂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格局，以

及在公平性和约束力等方面仍然存在缺陷的全球

气候治理体系是导致各国减排行动进展缓慢的原

因之一． 即便各方力量已经进行了 ３０ 多年漫长而

艰难的国际气候谈判［３］，但事实证明，无论是按

照《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的强制减排模式，还
是按照《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的自主贡献模式，
都无法有效提高全球减排量［４ － ６］ ．

不仅如此，某些缔约国还多次出尔反尔宣布

退出全球气候协定，反观其它一些双边或多边的

小型联盟却更加稳定． 这种现象最早被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Ｓｃｏｔｔ［７］定义为“合作悖论”：“要么自我执行的国

际环境协定规模较大，但与不合作相比，合作增加

的收益较小；要么规模较小，无法取得多大成

果”． 因此，从理论角度改进“合作悖论”存在很大

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兼具

稳定、成员多、减排收益高、减排效果显著的全球

气候联盟．

①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０１； 修订日期：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０．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大项目（７１６９０２４３） ．
通讯作者： 张钟毓（１９９１— ）， 女， 山东临沂人， 博士， 讲师．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ｙｕ＠ ｔｊｕｆｅ． ｅｄｕ． ｃｎ



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有其扎实的

经济学理论基础． 由于气候资源或者温室气体排

放空间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的属性，无度的使用

和消耗会引发“公地悲剧”． 这种过度排放带来的

外部性，不仅没有使责任人对后果付出相应的代

价，也没有使治理人因节约和保护而获得相应的

回报，从而引起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 每
个个体都不想自愿采取行动去实现集团共同利

益，只想“搭便车”和不劳而获，进而导致集体行

动陷入困境． 此时，各国市场和政府在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时同时失灵［８］，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与全

球气候治理［９］机构和体系应运而生，其中有效的

措施就是进行选择性激励． 发展至今，全球气候治

理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重要议题和凝聚国际合作

的关键领域，被称为“全球治理的一面镜子”，也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新兴

主题．
为研究这种新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博弈论方

法有其独有的优势和特点． 作为研究冲突情况下

理性行为的有效分析工具，博弈论基于对参与者

偏好的行为假设来研究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并
运用各种均衡概念来预测这些相互作用的结果；
与实证研究不同，它更注重从逻辑性方面找出最

佳的规则和较优的程序，回答了“应该怎样”的问

题． Ｚｈａｎｇ 和 Ｌｉａｎｇ［１０］ 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借助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收集了截至 ２０２０ 年前的

６９４ 篇关于减缓气候变化合作有效文献，发现最

常用的研究方法是博弈论模型、综合评估模型

（ＩＡＭ）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ＣＧＥ）．
关于联盟稳定性的博弈研究，早期的假设通

常是从相同（对称）参与者开始，这导致对加强国

际环境问题合作的自我执行协议的评估往往很悲

观． Ｃａｒｒａｒｏ 和 Ｓｉｎｉｓｃａｌｃｏ［１１］ 在他们开创性的论文

中发现，稳定的联盟通常规模较小． 之后在 Ｂａｒ⁃
ｒｅｔｔ［７］的模型中证明，稳定的联盟可以很大，但只

有在合作的收益很小的情况下才成立． 随后 Ｆｉ⁃
ｎｕｓ［１２］、Ｅｙｃｋｍａｎｓ［１３］、Ｂｅｎｃｈｅｋｒｏｕｎ 和 Ｌｏｎｇ［１４］等一

些研究都尝试提出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
近期研究在加入了非对称特征之后发现，由

于各国存在减排收益和成本的巨大差异，一旦收

益低于公平分配时的水平，那么这类国家就会有

动机离开联盟，这就意味着，在没有转移的情况

下，非对称的联盟更小［１５］，被称为“联盟的民间定

理”（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ｆｏｌｋ⁃ｔｈｅｏｒｅｍ）． Ｐａｖｌｏｖａ 和 ｄｅ Ｚｅｅｕｗ［１６］

通过设定两种类型的国家，得出非对称可以促进

边际效益相对较高、边际环境损害相对较低的国

家组成稳定的大型联盟，但这种稳定联盟几乎不

会增加共同收益，因此作者建议，与无关紧要的国

家建立一个大型的稳定联盟，不如与重要的国家

建立一个稳定的小联盟． 最近 Ｆｉｎｕｓ 通过综述对

比［１７］认为 Ｎａｓｈ⁃Ｃｏｕｒｎｏｔ 假设下的稳定联盟往往

较小，但在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 假设下稳定的联盟可以更

大，合作的收益与收益和成本参数的比率有关．
本研究对这一民间定理的一般有效性提出了

改进． 通过设定国家存在任何类型和程度的不对

称发现，如果收益和成本负相关，且它们的分布非

常倾斜，那么可以实现大联盟的稳定，并且能够证

明合作的收益是非常大的． 其次，加入转移支付

后，证明即便在收益和成本正相关的情况下，大联

盟也能同时实现稳定性和高收益． 总之，非对称性

不一定会构成合作的障碍，甚至还提供了形成大

联盟的可能性． 当存在交易转让时［１８，１９］，本研究

拓展了相关的研究结果［２０ － ２２］，在“非对称可以获

得比对称参与者更大的联盟”结果的基础上，详
细描述非对称类型和程度如何影响稳定联盟的规

模和收益． 当不再基于校准模拟或两种到四种类

型参与者的限制性假设后，可以获得更多有趣的

规律和结论．
因此，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一是，将气候联盟

博弈模型分解为外部效应、时间效应和成本效应，
通过研究三种效应之间的占优条件和相互作用，
解释了“合作悖论”和“搭便车”现象的机理，提出

气候联盟稳定的条件． 二是，设定国家存在任何类

型和程度的不对称，证明当减排收益和成本呈现

负协方差的高度偏态分布时，这种更大的不对称

性反而更有利于全球减排． 在三种效应和转让机

制的共同作用下，可以最终建立广泛参与、稳定

的、减排效果显著的全球气候联盟．

１　 基本模型和博弈方法

１． １　 基本模型和假设

假设国家集 Ｎ ， ｉ ＝ １，…，ｎ ，各国减排量为

—５２１—第 ９ 期 张中祥等： 多效应下全球气候联盟稳定性的博弈分析



ｑｉ，则全球总减排量为 Ｑ ＝ ∑
ｉ∈Ｎ

ｑｉ ． 为探索更多的

可能性，本研究假设所有边际减排收益（ ｔｈｅ ｍａｒ⁃
ｇｉｎａｌ 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ＭＡＢ） 和边际减排成本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ＭＡＣ）关于减排量都

是线性的，且减排收益 Ｂ ｉ 为凹函数，减排成本 Ｃ ｉ

为凸函数．
由于温室气体具有流动性，气候资源作为一

种公共产品不受国界的约束，从而每个国家都是

气候资源的消耗者，也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受

益者． 因此，各国减排收益 Ｂ ｉ 取决于全球减排总

量 Ｑ ，表达式为

Ｂ ｉ（Ｑ，θｉ） ＝ ｂθｉ ａＱ － Ｑ２

２( ) （１）

其中 ａ，ｂ 为严格正数； θｉ 表示各国在全球减排总

收益中的占比， θｉ ＞ ０，且∑
ｉ∈Ｎ

θｉ ＝ １． ＭＡＢ ｉ（Ｑ） ＝

ｂθｉ（ａ－Ｑ）， ｂθｉ 是各国边际收益曲线的斜率． 全球

减排总收益为 Ｂ（Ｑ） ＝ｂ ａＱ － Ｑ２

２( )，且ＭＡＢ（Ｑ） ＝

ｂ（ａ － Ｑ） ．
假定各国减排成本 Ｃ ｉ 取决于其自己的减排

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减排水平无关，表达式为

Ｃ ｉ（ｑｉ） ＝
ｃｉ （ｑｉ） ２

２ （２）

其中 ｃｉ ＞ ０ ，表示各国边际成本曲线的斜率，
ＭＡＣ ｉ（ｑｉ） ＝ ｃｉｑｉ ． 全球减排总成本为 Ｃ（ｑｉ） ＝

∑
ｉ∈Ｎ

Ｃ ｉ（ｑｉ） ．

假定各国减排净收益为 πｉ ＝ Ｂ ｉ（Ｑ） －
Ｃ ｉ（ｑｉ），即

πｉ（θｉ，ｃｉ，ｑｉ，Ｑ） ＝ ｂθｉ

æ

è
ççａＱ－Ｑ

２

２
ö

ø
÷÷ －

ｃｉ （ｑｉ） ２

２

（３）

全球减排总净收益为 Π ＝ ∑
ｉ∈Ｎ

πｉ ．

当假设对称条件时，所有国家收益占比都相

同 θｉ ＝ １
Ｎ ，即各国 ＭＡＢ ｉ 的斜率相同 ｂθｉ ＝ ｂ

Ｎ 且

ＭＡＣ ｉ 的斜率相同 ｃｉ ＝ ｃ． 此时，各国减排净收益为

πｉ（Ｑ，ｑｉ） ＝ ｂ
Ｎ

æ

è
ççａＱ － Ｑ２

２
ö

ø
÷÷ －

ｃ （ｑｉ） ２

２ （４）

从式（３）和式（４）中可以看出，每个国家承担

自身全部减排成本，却只能获得全球减排的一小

部分收益，此时便出现了公共产品的“社会困境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即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

的冲突会导致选择次优的全球减排结果．
１． ２　 博弈方法

本研究共运用了 ４ 种博弈方法：不合作下的

纳什均衡（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完全合作下的社会

最优（ 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ｏｐｔｉｍａｌ）、库诺特（Ｃｏｕｒｎｏｔ）静态博

弈和斯坦克尔伯格（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动态博弈，具有

不同的决策目标和解决策略．
首先，假设两种最简单、最理想条件下的博

弈———完全不合作博弈和完全合作博弈．
在完全不合作博弈中，所有国家都拒绝合作，

每个非成员国都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其中，
当每个人的战略在其他人的当前战略下是最优

时，则形成了纳什均衡（ＮＥ）． 即当个人边际减排

成本等于个人边际减排收益时 ＭＡＣ ｉ（ｑｉ） ＝
ＭＡＢ ｉ（Ｑ）， 可最大化个人净收益 πｉ ．

在完全合作博弈中，所有国家都自愿签订有

约束力的协议，每个成员国都以集体利益最大化

为目标，从而实现社会最优． 即当个人边际减排成

本等 于 全 球 边 际 减 排 收 益 时 ＭＡＣ ｉ（ｑｉ） ＝
ＭＡＢ（Ｑ） ，可最大化全球净收益 Π ．

然后，放宽假设后，建立一个允许各国自由加

入和退出的气候联盟（ｏｐｅｎ⁃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
ａｌｉ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２３］ ． 在第一阶段中，每个国家自愿选

择是否加入气候联盟． 加入的成员国会共同形成

一个博弈方，以最大化联盟总净收益为目标，后期

只需在联盟内部按各国不同的减排收益和成本情

况自动分配不同的减排任务；而每个单独行动的

非成员国作为多个独立的博弈方，在决策时以最

大化自身净收益为目标． 假设博弈方都具备完全

信息（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即每个参与人对所有

其他参与人的特征，包括战略空间、支付函数

（ｐａｙｏｆｆ）等，有完全的了解和准确的知识．
在库诺特博弈的第二阶段中，成员国和非成

员国独立且同时做出不同的减排量决策（或虽然

行动有先后，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前行动者采取

了什么具体行动）．
不同的是，在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中，双方决策

出现先后顺序． 在第二阶段，成员国作为领导者

（ｌｅａｄｅｒ）首先选择减排量；在第三阶段，非成员国

观察到成员国的减排量后，作为追随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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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选择自己的减排量． 这里假设存在“完美信息”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即一个参与人在行动时，对
之前博弈进程有准确了解，而不是被蒙蔽的，也就

是后行动者能准确知道先行动者选择了什么行

动． 此时，参与人的行动有先后顺序，且后行动者

的决策依赖于先行动者，先行动者的决策要考虑

对后行动者的影响，并且剔除了纳什均衡策略中

的不可信的威胁和承诺，从而保证动态博弈结果

的稳定性，给出一个合理预测． 也就是要求均衡战

略的行为规则在每一个信息集上都是最优的，即
实现了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 ｓｕｂｇａｍ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进一步完善了纳什均衡的

概念．
这种均衡需要采用逆向归纳法 （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ｓ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求解． 首先，在第三阶段，当非成员国决

策时，成员国选择的 ｑｌ 已经决定了． 因此，相当于

在给定成员国 ｑｌ 的情况下，非成员国决定最优减

排量 ｍａｘ
ｑｆ

π ｆ（ｑｌ，ｑｆ） ，解得函数 ｕ（ｑｌ） ；然后，在第

二阶段，成员国预测到非成员国将根据函数

ｕ（ｑｌ） 选择 ｑｆ ，所以直接将 ｕ（ｑｌ） 代入自己的净

收益函数 ｍａｘ
ｑｌ

πｌ（ｑｌ，ｕ（ｑｌ）） ，得到成员国的最优

减排量 ｑｌ∗；最后将 ｑｌ∗ 代入 ｕ（ｑｌ） ，求得非成员国

的最优减排量 ｑ ｆ∗ ． 由此可见，在这种博弈中，成
员国反而掌握了“先动优势” ［２４ － ２７］，他们早已预

料到非成员国会依据自身减排量制定减排量． 因
此，成员国会用固定的净收益函数率先预估非成

员国的最优减排量，从而制定本国减排量． 如果成

员国制定的减排量过低，非成员国即便为了自身

利益最大化也不得不提高本国的减排量．
１． ３　 联盟稳定的条件

本研究采用内部和外部稳定的概念［２８］ 来确

定稳定的联盟规模． 当任何成员国单独离开联盟

都不会获得更高的收益时，联盟内部是稳定的；当
没有任何非成员国会因为加入联盟而获得更高的

收益时，联盟外部是稳定的．
在对称条件下，联盟的稳定条件为

πｌ（α） ≥ πｆ
æ

è
çç
αＮ － １

Ｎ
ö

ø
÷÷

πｆ（α） ≥ πｌ
æ

è
çç
αＮ ＋ １

Ｎ
ö

ø
÷÷ （５）

其中 πｌ 和 πｆ 分别表示每个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

净收益； α 表示加入气候联盟的国家的比例， ０ ＜
α ＜ １， 则有 αＮ 个成员国，有（１ － α）Ｎ 个非成

员国．
在非对称条件下，联盟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

成员国数量，还与收益和成本特征有密切关系． 如
果让 ｎ 个非对称国家自由组合形成联盟，则会形

成 ２ｎ － １ 个斯坦克尔伯格联盟（先后决策），或
２ｎ －ｎ － １ 个库诺特联盟（同时决策），这就变得相

当复杂［２９］，之前的研究多采用模拟或算法来识别

其中稳定的联盟［３０， ２１］ ． 也有学者［３１ － ３４］ 采用合作

博弈中的核（ｃｏｒｅ），夏普里值（Ｓｈａｐｌｅｙ ｖａｌｕｅ）或纳

什讨价还价（Ｎａｓｈ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分配盈余，但是过

于死板且无法兼顾稳定性问题．
本研究通过引入交易转让机制，可以使每个

成员都通过交易转让获得刚好足够维持联盟参与

的状态，从而同时获得了集体最优和个体最优，甚
至可以形成全员参与的稳定的大联盟．

１）交易价格

在交易过程中，联盟需要制定可交易污染许

可证（ ｔｒａｄａｂｌ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ｍｉｔｓ） 的最优价格（碳

价），或者制定联盟中协调一致的碳税，其最优价

格水平 ｐ 应等于每个成员国的最后一单位减排成

本 ＭＡＣ ｉ ，即 ｐ ＝ ＭＡＣ ｉ ． 又已知 ＭＡＣ ｉ ＝ ｃｉｑｉ，所以

ｐ ＝ ｃｉｑｉ ． 从而推导出 ＱＷ ＝ ∑
ｉ∈Ｗ

ｑｉ ＝ ∑
ｉ∈Ｗ

ｐ
ｃｉ

，因此

ｐ ＝ ＱＷ

∑
ｉ∈Ｗ

１
ｃｉ

（６）

其中 Ｗ 表示成员国集合． 可见，碳排放额度的最

优交易价格受成员国减排总量 ＱＷ 和 ＭＡＣ 斜率 ｃｉ
的影响． 成员国 ｉ 只需减排到 ｐ ＝ ｃｉｑｉ 时即可．

２）交易转让所得

联盟根据总减排目标，需要为各个成员国分

配减排量 ｑｒ ，而成员国自身最优的减排量为 ｑｉ ．
因此， ｑｉ － ｑｒ 为可转让的碳排放额度． 当 ｑｉ ＞ ｑｒ

时，该成员国有多余的排放额度，可卖出；当 ｑｉ ＜
ｑｒ 时，该成员国无法完成联盟规定的减排量，需要

购买排放额度．
于是，交易价格与转让的额度之积为交易转

让所得

τｉ ＝ ｐ（ｑｉ － ｑ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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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ｉ∈Ｗ

τｉ ＝ ０ ，即在交易转让的过程中，买入的

国家，其支付的转让费用（即 τｉ 为负）的总和始终

等于卖出的国家所获得的转让所得（即 τｉ 为正）
的总和，因此被称为零和转让机制 （ ａ ｚｅｒｏ⁃ｓ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

３）联盟盈余的分配

如果某成员国退出联盟会获得更大的收益，
则会产生离开的动机从而威胁联盟的稳定． 因此

联盟必须要提前向该国补足这份收益差额来防止

成员国退出． 这里将“收益差额”定义不同国家分

配到的盈余为 ｘｉ ，可表示为

πｗ
ｉ （Ｗ） ＋ τｉ － πk

ｉ （Ｗ ＼ ｉ） ＝ ｘｉ ≥０
即只要成员国留在联盟中的净收益 πｗ

ｉ∈Ｗ（Ｗ） 加上

转让所得 τｉ 大于退出联盟的净收益 πk
ｉ∈Ｗ（Ｗ ＼ｉ） ，则

联盟的内部是稳定的． 其中，Ｗ ＼ｉ 表示成员国 ｉ 离开

后剩余的联盟； Ｋ 表示非成员国集合．
转让机制需要联盟将盈余做出合理的分配［２１］，

本研究按照收益成本比ωｉ ≡
θｉ
ｃｉ

分配联盟的盈余，不

同国家分配到的盈余为 ｘｉ ．

ｘｉ ＝
ωｉ

∑
ｉ∈Ｗ

ωｉ

é

ë

ê
ê∑ｉ∈Ｗ

πｗ
ｉ （Ｗ） －∑

ｉ∈Ｗ
πk

ｉ （Ｗ ＼ｉ）
ù

û

ú
ú

（８）

结合式（７），可求出分配给成员国减排量

ｑｒ ＝ ｑｉ ＋
πｗ

ｉ （Ｗ） － πk
ｉ （Ｗ ＼ ｉ） ＋ ｘｉ

ｐ （９）

其中 ∑
ｒ∈Ｗ

ｑｒ ＝ ＱＷ， 即联盟内的总减排量不变．

综上所述，非对称条件下，带转让机制的联盟

内外部稳定的要求变为

πｗ
ｉ∈Ｗ（Ｗ） ＋ τｗ

ｉ∈Ｗ（Ｗ） ≥ πk
ｉ∈Ｗ（Ｗ ＼ ｉ）

πk
ｊ∈Ｋ（Ｗ） ＞ πｗ

ｊ∈Ｋ（Ｗ ∪ ｊ） ＋τｗ
ｊ∈Ｋ（Ｗ ∪ ｊ）

Φ ＝ { ｉ∈Ｗ：∑
ｉ∈Ｗ

πｗ
ｉ －∑

ｉ∈Ｗ
πk

ｉ （Ｗ ＼ ｉ）≥０ } （１０）

即当成员国留在联盟的净收益加转让所得大于其

退出联盟的净收益，且非成员国不加入联盟的净

收益大于其加入联盟的净收益加转让所得时，联
盟同时实现内外部稳定． 此外，由上式还可知，由

于 σ（Ｗ） ＝ ∑
ｉ∈Ｗ

πｗ
ｉ （Ｗ） － ∑

ｉ∈Ｗ
πk

ｉ （Ｗ ＼ ｉ） ≥０ ，即稳

定的联盟无论缩小还是扩大，盈余都为正． 因此，
只需要寻找 σ（Ｗ） ≥０ 有最多成员（或最大减排）

的联盟． 在下文的模拟部分（表 １１）可清晰验证交

易转让是如何维持联盟稳定的．

２　 博弈分析

在对称和非对称条件的假设下，根据式（１） ～式

（４）和 ４ 种博弈模型的最优决策目标，可计算出对应

的 ８ 种均衡结果，见表 １ 和表 ２ 中式（１１） ～ 式

（１８）． 具体的推导和计算过程受篇幅所限本研究

不再详述．
本节分为 ３ 个部分：一是计算社会最优与纳

什均衡作为基础对照；二是在对称条件下，研究气

候联盟正的外部效应和负的时间效应的占优条件

和相互作用，求得稳定联盟的成员国数量，论证了

“合作悖论”和“搭便车”现象的机理；三是在非对

称条件下，引入成本效应和转让机制时，气候联盟

的外部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均衡结果和减排路径发

生变化，从而克服了“合作悖论”，满足了建立广泛参

与、稳定的、减排效果显著的全球气候联盟的条件．
外部效应也称外部性（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分为正外

部性和负外部性． 温室气体排放具有负外部效应，
即该经济行为使他人或社会受损，却没有为此承

担成本或无法向他人支付赔偿． 而减排就是一种

正外部性的行为，即该经济行为使他人或社会收

益，却无法获得相应报酬或无法向他人收费，如果

缺少激励和补偿，就会导致这类产品供给不足．
时间效应来源于博弈的阶段数． 当动态地审

视气候联盟扩张的过程，下文经计算会证明，在理

论模型中，越早加入斯坦克尔伯格联盟的成员国，
具有的“先动优势”就越大． 联盟中成员国数量的

每一次增加或减少，都会影响到当时成员国和非

成员国间博弈的均衡结果． 直到联盟达到内外稳

定的状态时，计算此时联盟的成员国数量和减排

总量才是本研究想要得到的结果．
成本效应来源于非对称假设． 在对称假设中，

每个国家都一样，加入气候联盟后会在内部平均

承担减排任务． 而在非对称假设中，每个国家有不

同减排收益和成本． 因此，加入气候联盟会承担不

同的减排任务，从而博弈结果会更复杂． 此外，还
会产生交易转让的需求，使全球气候联盟同时实现

广泛参与、稳定且减排效果显著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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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纳什均衡与社会最优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ｏｐｔｉｍａｌ

均衡结果 不合作 完全合作

对
称

各国

减排量
　 ｑｏ ＝ ａ

Ｎ（１ ＋ γ） ｑｃ ＝ ａ
Ｎ ＋ γ

全球

减排量
　 　 　 　 　 　 　 　 　 Ｑｏ ＝ ａ

１ ＋ γ （１１） 　 　 　 　 　 　 　 　 Ｑｃ ＝ ａＮ
Ｎ ＋ γ （１２）

全球

净收益
Πｏ ＝ ｂａ２（２Ｎγ ＋ Ｎ － γ）

２Ｎ （γ ＋ １） ２ Πｃ ＝ ｂａ２Ｎ
２（Ｎ ＋ γ）

非
对
称

各国

减排量
ｑａｏｉ ＝

ａｂωｉ

１ ＋ ｂ∑
ｉ∈Ｎ

ωｉ
ｑａｃｉ ＝

ａｂ
ｃｉ

１ ＋ ｂ∑
ｉ∈Ｎ

１
ｃｉ

全球

减排量
　 　 　 　 　 　 　 Ｑａｏ ＝

ａｂ∑
ｉ∈Ｎ

ωｉ

１ ＋ ｂ∑
ｉ∈Ｎ

ωｉ

（１３） 　 　 　 　 　 　 　 Ｑａｃ ＝
ａｂ∑

ｉ∈Ｎ

１
ｃｉ

１ ＋ ｂ∑
ｉ∈Ｎ

１
ｃｉ

（１４）

各国

净收益
πａｏ

ｉ ＝
ａ２ ｂ２ (２θｉ∑

ｉ∈Ｎ
ωｉ － ω２

ｉ ｃｉ ＋ θｉ (∑
ｉ∈Ｎ

ωｉ )
２

)
２ (１ ＋ ｂ∑

ｉ∈Ｎ
ωｉ )

２ πａｃ
ｉ ＝

ａ２ ｂ２ (２θｉ∑
ｉ∈Ｎ

１
ｃｉ

－ １
ｃｉ

＋ ｂθｉ (∑
ｉ∈Ｎ

１
ｃｉ )

２

)
２ (１ ＋ ｂ∑

ｉ∈Ｎ

１
ｃｉ )

２

表 ２　 库诺特博弈与斯坦克尔伯格博弈的均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Ｃｏｕｒｎｏ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 ｇａｍｅｓ

均衡结果 库诺特联盟 斯坦克尔伯格联盟

对
称

成员国 ｑｓ∗（α） ＝ ａα
γ ＋ １ － α ＋ α２Ｎ

ｑｌ∗（α） ＝ ａαγ
（γ ＋ １ － α） ２ ＋ α２Ｎγ

非成

员国
　 　 　 　 　 　 ｑｎ∗（α） ＝ ａ ／ Ｎ

γ ＋ １ － α ＋ α２Ｎ
（１５） 　 　 　 　 　 　 ｑｆ∗（α） ＝ ａ（γ ＋ １ － α） ／ Ｎ

（γ ＋ １ － α） ２ ＋ α２Ｎγ
（１６）

全球

总量
Ｑｃｏｕ ＝ ａ（１ － α ＋ α２Ｎ）

γ ＋ １ － α ＋ α２Ｎ
Ｑｓｔａ ＝ ａα２Ｎγ ＋ ａ（１ － α）（γ ＋ １ － α）

（γ ＋ １ － α） ２ ＋ α２Ｎγ

非
对
称

成员国 ｑｖ∗ｉ ＝
ａｂ∑

ｉ∈Ｖ
θｉ

ｃｉ [１ ＋ ｂ (∑
ｉ∈Ｖ

１
ｃｉ
∑
ｉ∈Ｖ

θｉ ＋ ∑
ｊ∈Ｔ

ωｊ ) ]
ｑｗ∗ｉ ＝

ａｂ∑
ｉ∈Ｗ

θｉ

ｃｉ [ ｂ∑
ｉ∈Ｗ

１
ｃｉ
∑
ｉ∈Ｗ

θｉ ＋ (１ ＋ ｂ∑
ｊ∈Ｋ

ωｊ )
２

]

非成

员国

　 　 ｑｔ∗ｊ ＝
ａｂθｊ

ｃｊ [１ ＋ ｂ (∑
ｉ∈Ｖ

１
ｃｉ
∑
ｉ∈Ｖ

θｉ ＋ ∑
ｊ∈Ｔ

ωｊ ) ]
　 　 （１７）

　 　 ｑk∗ｊ ＝
ａｂθｊ (１ ＋ ｂ∑

ｊ∈Ｋ
ωｊ )

ｃｊ [ ｂ∑
ｉ∈Ｗ

１
ｃｉ
∑
ｉ∈Ｗ

θｉ ＋ (１ ＋ ｂ∑
ｊ∈Ｋ

ωｊ )
２

]
　 　 （１８）

全球

总量
Ｑａｃｏｕ ＝

ａｂ (∑
ｊ∈Ｔ

ωｊ ＋ ∑
ｉ∈Ｖ

１
ｃｉ
∑
ｉ∈Ｖ

θｉ )
１ ＋ ｂ (∑

ｊ∈Ｔ
ωｊ ＋ ∑

ｉ∈Ｖ

１
ｃｉ
∑
ｉ∈Ｖ

θｉ )
Ｑａｓｔａ ＝

ａｂ ∑
ｉ∈Ｗ

１
ｃｉ
∑
ｉ∈Ｗ

θｉ ＋ ∑
ｊ∈Ｋ

ωｊ (１ ＋ ｂ∑
ｊ∈Ｋ

ωｊ )[ ]

ｂ∑
ｉ∈Ｗ

１
ｃｉ
∑
ｉ∈Ｗ

θｉ ＋ (１ ＋ ｂ∑
ｊ∈Ｋ

ωｊ )
２

２． １　 外部效应的影响程度

本节对比不合作和完全合作的均衡结果———
纳什均衡与社会最优． 减排的外部效应在纳什均

衡时最小，在社会最优时最大，两者之差可以衡量

外部效应的影响程度．

一方面，在对称条件下，各国有着相同的边际

减排收益斜率 ｂ
Ｎ 和边际减排成本斜率 ｃ （以下简

称收益和成本）． 在式（１１）与式（１２）中， γ ≡ ｃ
ｂ

表示成本和收益之比． 可证， γ 越小，减排量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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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当 Ｎ ＞ １ 时， Ｑｃ ＞ Ｑｏ，ｑｃ ＞ ｑｏ，πｃ ＞ πｏ ，说
明完全合作博弈中会实现更多的全球减排 Ｑｃ ，对
每个国家都更有利，社会最优明显优于个人最优，
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有动机单方面选择 ｑｃ 从

而主动增加减排量．
命题 １　 用完全合作和不合作下的全球减排

量（全球净收益）之差来衡量外部效应的影响程

度，差异越大，合作的优势和必要性就越大．
外部性的影响程度为

ΔＱ ＝ Ｑｃ － Ｑｏ ＝ ａγ（Ｎ － １）
（Ｎ ＋ γ）（１ ＋ γ） ＞ ０

ΔΠ ＝ Πｃ － Πｏ ＝ ａ２ｃγ （Ｎ － １）２

２Ｎ（Ｎ ＋ γ） （γ ＋ １）２ ＞ ０

进一步探究外部效应随收益和成本变化的

规律．

１）在 ΔＱ 中，对 γ 求导发现：当 γ ＜ Ｎ 时，
ΔＱ 随 γ 增大而增大，随 γ 的减小而减小；当 γ 接

近 ０ 时，即成本小收益大时，外部效应甚微，此时

意味着合作的优势和必要性最小．
２）在 ΔΠ 中，首先，固定 γ 不变，发现 ΔΠ 随

成本 ｃ 增大而增大． 其次，固定 ｃ 不变，对 γ 求导

发现：定义 Ｓ（Ｎ） ＝ （ Ｎ２ ＋ ８Ｎ － Ｎ） ／ ４ ，则：①当

γ ＜ Ｓ（Ｎ） 时， ΔΠ 随 ｂ 增大而减小；当 γ ＞ Ｓ（Ｎ）
时， ΔΠ 随 ｂ 增大而增大． ② γ 与 Ｓ（Ｎ） 越接近，
ΔΠ 越大，完全合作越有利． ③ Ｓ（Ｎ） 是单调的，
当 Ｎ 变得很大时，其趋于 １． 例如当 Ｎ ＝ ２００ 时，
Ｓ（２００） ≈ ０． ９９ ．

根据以上分析，再综合式（１１），式（１２）和命

题 １ 可进一步总结出表 ３ 中的规律和结论，并可

以在模拟部分（表 ８）得到清晰验证．
对比表 ３ 中的 ４ 种关系可以发现，只有当

ｃ ≈ｂ 且都较大时， γ ≈１ ，外部效应最大，合作最

有必要． 此时，全球合作不仅可极大提高减排量，
且净收益增长极大． 而在其他情况下，没有必要促

成全球合作减排，或者说很难形成稳定的合作

关系．
表 ３　 外部效应与 ｃ 、 ｂ 、 γ 值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ｃ ， ｂ ａｎｄ γ

类型 ｃ ｂ γ 减排量 净收益 外部效应 减排效果

１ 小 大 小 ｑｏ 大 Πｏ 极大 Δ Π 极小 各国已主动积极减排，全球无需合作减排

２ 大 小 大 ｑｃ 小 Πｃ 较小 Δ Π 较小 各国消极减排，全球合作净收益随 ｂ 的变大而增加

３ 小 小 ≈１ Δ Ｑ 大 Πｃ 极小 Δ Π 较大 全球合作可极大提高减排量，但净收益值极小

４ 大 大 ≈１ ΔＱ 大 Πｃ 极大 Δ Π 极大 全球合作不仅可极大提高减排量，且外部效应极大

　 　 另一方面，在非对称条件下，各国有着不同的

全球收益占比 θｉ 和边际减排成本斜率 ｃｉ ，从而使

气候联盟更接近现实情况，不同国家可以有低成

本低收益、低成本高收益、高成本低收益、高成本

高收益等多种特征． 因此，加入的成本（收益）效

应是否改变了外部效应的影响程度呢？

在式（１３）和式（１４）中， ωｉ ≡
θｉ

ｃｉ
表示收益占

比与边际减排成本斜率之比． 容易验证，式（１１）、
式（１２） 分别是式 （１３）、式 （１４） 在对称条件下

∑
ｉ∈Ｎ

１
ｃｉ

＝ Ｎ
ｃ 的特殊解．

当存在纳什均衡时，由式（１３）求导可证， Ｑａｏ

随 ａ 、 ｂ 和 ∑
ｉ∈Ｎ

ωｉ 增大而增大． 由于边际成本

ＭＡＣａｏ
ｉ ＝

ａｂθｉ

１ ＋ ｂ∑
ｉ∈Ｎ

ωｉ

，可知 θｉ 的任何非对称都会

产生成本效应，于是对于高收益低成本的国家来

说，非对称性也会增加该国的减排量． 此外，由于

Ｑａｏ 在 θｉ 和 ｃｉ 的协方差中是递减的，负（正）的协

方差通常表明在不合作时，因此，非对称下的全球

减排量会大于（小于）对称情况．

当存在社会最优时，由式（１４）求导可证， Ｑａｃ

随 ａ 、 ｂ 和∑
ｉ∈Ｎ

１
ｃｉ

增大而增大，且与 θｉ 无关． 另外，

由于边际成本 ＭＡＣａｃ
ｉ ＝ ａｂ

１ ＋ ｂ∑
ｉ∈Ｎ

１
ｃｉ

＝ Ｑａｃ

∑
ｉ∈Ｎ

１
ｃｉ

，且

当 ｃｉ 相等时（即对称的成本），平均分布的 ∑
ｉ∈Ｎ

１
ｃｉ

最小，导致非对称的成本使全球 ＭＡＣ 变得更平

坦，因此，在完全合作时，非对称下的全球减排量

也会大于对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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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Ｑａ ＝Ｑａｃ －Ｑａｏ ＝
ａｂ

é

ë

ê
ê∑ｉ∈Ｎ

１
ｃｉ

－ ∑
ｉ∈Ｎ

ωｉ

ù

û

ú
ú

(１ ＋ ｂ∑
ｉ∈Ｎ

１
ｃｉ

) (１ ＋ ｂ∑
ｉ∈Ｎ

ωｉ )
＞０

通过求差发现，与对称时一样，完全合作的

Ｑａｃ 严格大于不合作的 Ｑａｏ （由于 ０ ＜ θｉ ＜ １ 且

∑
ｉ∈Ｎ

θｉ ＝ １ ，得到 ∑
ｉ∈Ｎ

１
ｃｉ

＞ ∑
ｉ∈Ｎ

ωｉ ）． 此时的 ΔＱａ ，

不仅包含了最大的外部效应，也包含了成本效应．
由于各国的 ｃｉ 和 θｉ 是给定的，所以全球边际

收益曲线的斜率 ｂ 决定了 ΔＱａ 的大小． 对 ｂ 求导，

定义 Ｓ ＝１ ∑
ｉ∈Ｎ

１
ｃｉ
∑
ｉ∈Ｎ

ωｉ ，所以当 ｂ ＜Ｓ时，ΔＱａ 随

ｂ 的增大而增大；当 ｂ ＞ Ｓ 时， ΔＱａ 随 ｂ 的增大而

减小．
综上所述，与对称条件下仅存在外部效应相

比，在非对称条件下，成本效应加入后，不变的是

社会最优始终严格大于个人最优． 变化的是在不

合作时，各国最优减排量受自身收益占比和减排

成本大小的影响，收益占比越大、成本越低的国家

减排越多；在完全合作时，全球减排总量与各国收

益占比无关，仅与成本有关． 非对称下的全球减排

量和净收益一般都会大于对称情况． 以上结论可

在模拟部分（表 １０）得到清晰验证．
２． ２　 对称条件下气候联盟的外部效应与时间效应

本节在对称条件下对比受外部效应影响的库

诺特联盟和受外部效应和时间效应影响的斯坦克

尔伯格联盟的均衡结果．
由式（１５）和式（１６），容易验证，当代入 α ＝ １

进成员国减排量 ｑｓ∗（α） 和 ｑｌ∗（α） 中，可以得到

社会最优时的特殊解 ｑｃ ；当代入 α ＝ ０ 进非成员

国减排量 ｑｎ∗（α） 和 ｑｆ∗（α） 中，可以得到纳什均

衡下的特殊解 ｑｏ ．
２． ２． １　 正的外部效应

在库诺特联盟中，由式（１５）可证，当成员国

数量 αＮ ＞ １ 时， ｑｓ∗ ＞ ｑｎ∗， 即成员国比非成员国

的减排量更大．
命题 ２ 　 对于成员国数量 αＮ ＞ １ 的对称的

库诺特气候联盟，加入联盟总是意味着要增加减

排量，所以外部效应是严格正的，即 ｑｓ（αＮ ＋ １） －
ｑｎ（αＮ） ＞ ０ ．

进一步对比纳什均衡（式 １１）、社会最优（式
１２）和库诺特联盟（式 １５）的结果发现：①当成员

国数量 αＮ ＞ γ ＋ １ 时， ｑｓ∗ ＞ ｑｃ ． ②当成员国数量

αＮ ＞ １ 时， ｑｎ∗ ＜ ｑｏ ．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合

并为 ｑｓ∗ ＞ ｑｃ ＞ ｑｏ ＞ ｑｎ∗ ，即在库诺特联盟中，成
员国的减排量甚至高于完全合作时的减排量，
非成员国的减排量甚至可以低于不合作时的减

排量．
因此，这种正的外部效应极大的拉开了成员

国和非成员国的减排差距，成员国为实现集体利

益背负上了巨大的减排压力，非成员国只关心自

身收益从而坐享“搭便车”收益． 下文会通过模拟

结果（表 ８）验证上述命题与结论．
２． ２． ２　 负的时间效应

在斯坦克尔伯格联盟中，由式（１６），对比成

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减排差距， 发现， 当 α ＜
γ ＋ １
γＮ ＋ １ 时， ｑｌ ＜ ｑ ｆ ，即成员国的减排量小于非成

员国，此时加入联盟变得更有利；当 α ＞ γ ＋ １
γＮ ＋ １

时， ｑｌ ＞ ｑ ｆ ，即成员国的减排量大于非成员国，此
时成员国有动机退出气候联盟． 可见，当 α 较大

时，拥有较大参与比例的气候联盟并不稳定．
另外，为单独分离出时间效应，消除外部效

应，给式（１６）赋值成员国数量 αＮ ＝ １ ． 计算得

ｑｌ
｜ αＮ ＝ １ ＝ ａγＮ

（γＮ ＋ Ｎ － １） ２ ＋ γＮ

ｑｆ
｜ αＮ ＝ １ ＝ ａ（γＮ ＋ Ｎ － １）

（γＮ ＋ Ｎ － １） ２ ＋ γＮ
（１９）

可证当 Ｎ ＞ １ 时， ｑｌ
｜ αＮ ＝ １ ＜ ｑ ｆ

｜ αＮ ＝ １ ，即当仅存在时

间效应时，单个成员国的减排量小于所有非成员

国． 进一步与式（１１）中不合作结果 ｑｏ 对比，可知

当 Ｎ ＞ １ 时， ｑｌ
｜ αＮ ＝ １ ＜ ｑｏ ＜ ｑｆ

｜ αＮ ＝ １ ，也就是说，作为

气候联盟的第一个发起者可以率先选择比不合作

时更小的减排量，从而仅利用时间效应就获得更

大的收益．
命题 ３ 　 在对称的斯坦克尔伯格气候联盟

中，当参与比例在一定范围内时
γ ＋ １
γＮ ＋ １

æ

è
ç

ö

ø
÷，率先

加入联盟意味着可以选择更少的减排量，所以时

间效应是负的，即 ｑｌ（αＮ ＋ １） － ｑｆ（αＮ） ＜ ０ ． 尤
其作为气候联盟的第一个发起者，可以最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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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自身减排量（相对于 ｑｏ ），诱导追随者增加减

排量（相对于 ｑｏ ）．
最后，对比两个气候联盟的博弈结果，发现

命题 ４　 对于所有拥有 １ ≤ αＮ ＜ Ｎ 个成员

的可能子联盟（即部分参与）形成的库诺特联盟

与斯坦克尔伯格联盟相比， Ｑｓｔａ ＜Ｑｃｏｕ，ｑｌ ＜ｑｓ，ｑｆ ＞ｑｎ ．
因此，相对于库诺特联盟，斯坦克尔伯格联盟

中的时间效应使领导者 ｑｌ 降低了减排量，而追随

者 ｑｆ 却增加了减排量． 同时，又由于这种反向形

式的“碳泄漏”是不完全的［３５ － ３７］ （后文有证），因
此，斯坦克尔伯格联盟总减排压力 Ｑｓｔａ 更小． 所
以，领导者通过时间效应获得了“先动优势”从而

提高了自身收益，一举扭转了在库诺特联盟中的

劣势地位． 下文会通过模拟结果（表 ８）验证上述

结论．
２． ２． ３　 时间效应何时优于外部效应呢？

利用式（１６）计算当两种效应精确抵消时，即
ｑｌ∗（ α^） ＝ ｑ ｆ∗（ α^） 时，加入气候联盟的国家的比

例为 α^ ，成员国数量为 α^Ｎ ，可以确定联盟的边

界为

　 　 　 α^ ＝ γ ＋ １
γＮ ＋ １ （２０）

其中 ｌｉｍ
γ→０

α^ ＝ １ ， ｌｉｍ
γ→∞

α^ ＝ １
ｎ ． 因此可得出以下

命题．
命题 ５　 当 α ＝ α^时，外部效应和时间效应相

互完全抵消；当 α ＜ α^时，时间效应占优；当 α ＞ α^
时，外部效应占优．

也就是对于拥有 α比例成员国的所有斯坦克

尔伯格联盟来说

当 α ＜ α^ 时， ｑｌ ＜ ｑｏ ＜ ｑｆ ， Ｑｓｔａ ＜ Ｑｏ；
当 α ＞ α^ 时， ｑｌ ＞ ｑｏ ＞ ｑｆ ， Ｑｓｔａ ＞ Ｑｏ；
当 α ＝ α^ 时， ｑｌ ＝ ｑｏ ＝ ｑｆ ， Ｑｓｔａ ＝ Ｑｏ ．
因此，当成员国数量少于 α^Ｎ 时，时间效应优

于外部效应，且成员国的减排量 ｑｌ 可低于不合作

减排量 ｑｏ ，并利用其时间优势诱导非成员国选择

高于 ｑｏ 的减排量 ｑ ｆ ． 这个结果成为“减排”和“参
与”潜在关系的关键所在． 下文会通过模拟结果

（表 ８）验证上述结论．
进一步探索联盟规模 α^ 与 γ 、收益、时间效

应、外部效应之间的关系． 由式（２０）可知，①当 γ

接近 ０ 时（成本小收益大）， α^ 接近 １，因此在所有

国家都加入联盟之前，时间效应始终优于外部效

应，早加入优于不加入，直至形成最大的联盟． 此
时，命题 １ 和表 ３ 已指出，“当 γ 接近 ０ 时， ΔＱ 较

小，ΔΠ 极小，外部效应甚微，此时意味着合作的

优势和必要性较小． ”综上，“合作悖论”的逻辑清

晰起来：当 γ 接近 ０ 时，时间效应优于外部效应，
成员国自主逐渐形成最大的联盟，但此时合作增

加的收益极小． ②相反，当 γ 较大时（成本大收益

小）， α^较小，稳定的联盟会很小，外部效应明显优

于时间效应，即不加入联盟会明显多出更大的

收益．
２． ２． ４　 时间效应在多大程度上优于外部效应呢？

这里首先需要厘清各国减排量之间的关系．
当各国最大化自身净收益时，对式 （３） 求一阶

导为

∂πｉ

∂ｑｉ
＝ ｂθｉ（ａ － ｑｉ － Ｑ －ｉ） － ｃｉｑｉ ＝ ０

其中 Ｑ －ｉ 表示除 ｉ 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减排量总和，

则 Ｑ －ｉ ≡ ∑
ｊ≠ｉ∈Ｎ

ｑ ｊ ， Ｑ ＝ Ｑ －ｉ ＋ ｑｉ ． 求得最优反应函

数（ｂｅｓ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为

ｑｂｒ
ｉ ＝

ｂθｉ（ａ － Ｑ －ｉ）
ｃｉ ＋ ｂθｉ

（２１）

由于在对称条件下 ωｉ ≡
θｉ

ｃｉ
＝ １

ｃＮ ，加之 γ ≡ ｃ
ｂ ，

因此，最优反应函数的斜率为

∂ｑｂｒｉ
∂Ｑ－ｉ

＝
－ ｂωｉ

１＋ｂωｉ
＝
－ ｂ
ｃＮ

１＋ ｂ
ｃＮ

＝ － １
１ ＋ γＮ∈（ － １，０） （２２）

由式（２２）可见，最优反应函数的斜率为负，
表明双方之间的减排量是相互替代关系，且存在

一定比例的替代率．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提高的减

排量只能部分抵消其他国家降低的减排量，也就

解释了为什么目前发达国家减少的排放不仅无法

完全抵消甚至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最终导

致全球排放总量仍在增加， 这被称为 “碳泄

漏” ［３５ － ３７］ ． 该情况在本研究中意味着，成员国减

少的排放无法完全抵消非成员国通过“搭便车”
增加的排放． 这便解释了前文中提到的“反向形

式的碳泄漏是不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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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２２）可见，在对称条件下，当 γ 接近 ０
时，最优反应函数的斜率接近 － １，出现完全替代

情况． 再加上如果此时时间效应占优（成员国比

例尚未达到 α^ ），则作为领导者的成员国一旦率

先降低减排量，作为追随者的非成员国就要几乎

完全弥补这种降低． 所以，此时成员国通过将减排

目标转移到追随者，有效地诱使非成员国增加了

减排量，从而增加了自身收益，获得了最大的时间

效应．
在非对称条件下，当 ωｉ 接近 ０ 时，最优反应

函数的斜率接近 ０，则该国不会发生碳泄露，也就

是该国减排不会造成他国排放增加，则减排效果

明显． 因此，若低比率 ωｉ 国家（即低收益高成本国

家）退出气候联盟，则造成的影响则较小；若高比

率 ωｉ 国家（即高收益低成本国家）退出，则造成的

严重的碳泄露． 当 ωｉ 增大，最优反应函数的斜率

接近 － １，则联盟增加的减排量几乎被高比率 ωｉ

国家退出联盟带来的减排量降低完全抵消，此时

出现完全的碳泄露，从而从全球角度来看完全丧

失减排效果．
２． ３　 非对称条件下气候联盟的成本效应

本节在非对称条件下，对比受外部效应和成本

效应影响的库诺特联盟和受外部效应、时间效应和

成本效应影响的斯坦克尔伯格联盟的均衡结果．
很容易验证，式（１５）、式（１６）是式（１７）、式

（１８）在对称条件下 ∑
ｉ∈Ｖ

１
ｃｉ

＝ αＮ
ｃ ， ∑

ｉ∈Ｖ
θｉ ＝ α 和

∑
ｊ∈Ｔ

ω ｊ ＝ １ － α
ｃ 的特殊解． 当代入 ｊ ＝ ０ 或 ｉ ＝ １ 进

式（１７）和式（１８）时，可得到不合作时式（１３）和完

全合作时式（１４）的特殊解．
２． ３． １　 库诺特气候联盟中的外部效应和成本效应

当联盟成员固定时， ∑
ｉ∈Ｖ

θｉ 、 ∑
ｉ∈Ｖ

１
ｃｉ

和 ∑
ｊ∈Ｔ

ω ｊ

是不变的． 由式（１７），发现各成员国减排量 ｑｖ∗
ｉ 之

间的差别仅由成本 ｃｉ 决定，与收益占比 θｉ 无关．
所以，与对称条件下的正外部效应不同，在非对称

条件下，只有低成本的成员国被迫增加减排量，为
了联盟的利益，舍小家为大家；而高成本的成员国

则受益于加入联盟，可减少减排量．
不同的是，各非成员国减排量 ｑｔ∗

ｊ 之间的差

别则由收益成本比 ω ｊ 决定所以，低收益高成本的

非成员国会自动降低自身减排目标．
表 ４ 中举例说明了在非对称条件下，国家间

不同的减排收益和成本决定了其对加入气候联盟

的态度．
表 ４　 气候联盟中不同减排收益与成本的国家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类型 ｃｉ 与 θｉ 举例 特征

１ 收益低 旅游业发达的小岛国家 原本环境优良、受污染影响较小的国家

２ 收益高 沙漠干旱国家、沿海低海拔国家、重污染国家 受气候影响较大的国家

３ 成本低 印度、中国、俄罗斯等 能源效率较低或使用大量碳密集燃料的国家

４ 成本高 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 能源效率很高且使用大量可再生能源的国家

　 　 类型 １ 国家多以争取援助基金为目的加入联

盟以提高本国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更容易被援

助者拉拢，与之共进退． 这类国家往往国土面积较

小或资源贫乏，碳排放量一般都没有达到联盟制

定的标准．
类型 ２ 国家是联盟的坚决支持者，它们迫切

希望全球气候尽快改善，短期内就可以实现减少

本国面临的气候威胁和经济损失的目的，较高的

减排收益使之呼吁各国积极行动．
类型 ３ 国家的减排态度和气候政策往往更依

赖于国内发展需求的变化，或支持或反对或旁观．

由于长期依赖煤炭和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因此淘

汰落后产能、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实行集约型生产

等方法可实现大幅减排，减排成本相对较低． 但如

上文所说，若加入库诺特气候联盟，只有低成本的

成员国被迫增加减排量．
类型 ４ 国家往往扮演联盟的领导者和减排的

倡导者的角色． 它们经济成熟稳定、人口稳中有

降、能源需求相对饱和，更加重视环境保护与能源

安全，因此通过积极研发新技术和改变消费者的

行为来进一步减少排放． 虽减排成本较高，但可以

实现创造就业岗位、技术压制、利润垄断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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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同国家一旦加入联盟，那么在分担的

减排责任时会出现两类情况：一是无法立即完成

自身的减排责任，需要分阶段逐步减排；二是能够

立即实现减排目标，并且有多余的碳排放额度． 此
时，一个具有成本效应的联盟为最终实现联盟总

的减排目标，应允许成员国之间可以相互交易多

余的碳排放额度［３８， ３９］ ．
综上所述，与命题 ２ 中对称的库诺特联盟存

在严格的正的外部效应不同是，受非对称条件中

成本效应的影响，高收益低成本的国家加入库诺

特联盟无需真正被迫增加减排量，可以通过气候

联盟内部的成员国“转让制度”卖出自身多余的

排放配额． 这种转让是通过可交易污染许可证制

度在成员国之间实施，非成员国被排除在许可证

交易之外．
２． ３． ２　 斯坦克尔伯格联盟中三种效应的共同作用

与库诺特联盟相同，由式（１８）可证，当斯坦

克尔伯格联盟成员固定时，各成员国减排量 ｑｗ∗
ｉ

之间的差别也仅由成本 ｃｉ 决定，而各非成员国减

排量 ｑk∗
ｊ 之间的差别由 ω ｊ 决定． 可见，无论加入哪

种联盟，成员国若想争取更少的减排义务分担，第
一要务都是着眼国内，竭力降低自身减排成本，不
仅应提高能源管理和利用水平，还应呼吁和督促

发达国家尽快落实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

术支持的承诺．
最后，对比两个气候联盟的博弈结果． 由式

（１７）和式（１８）同样可以证明，在非对称条件下，
无论联盟的规模大小以及成员的利益和成本特征

如何，命题 ４ 的结论都成立：斯坦克尔伯格联盟的

总减排量 Ｑａｓｔａ 更低，其成员国的减排量 ｑｗ
ｉ 更少，

非成员国的减排量 ｑk
ｊ 更多． 另外，结合式（６）碳价

的影响因素可知，由于成员国减排总量 Ｑａｓｔａ ＜
Ｑａｃｏｕ ，所以斯坦克尔伯格联盟合作明显会有更低

的碳价．
表 ５ 总结了三种效应分别在对称与非对称条

件下 ４ 种博弈模型中产生作用的大小．
表 ５　 对称与非对称条件下的三种效应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ｄ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博弈类型 对称 非对称

斯坦克尔伯格联盟 正的外部效应 ＋ 负的时间效应 外部效应 ＋ 时间效应 ＋ 成本效应

库诺特联盟 正的外部效应 外部效应 ＋ 成本效应

完全合作 最大外部效应 最大外部效应 ＋ 成本效应

不合作 最小外部效应 最小外部效应 ＋ 成本效应

　

３　 模拟分析

在博弈论的研究中，模拟法往往必不可少． 模
拟是基于变量的涵义和变量间相互关系的详细说

明，赋予变量合理的值或区间，就可以清晰验证模

型结果，再现模型中各要素和变量之间的互相作

用、动态的变化及发展或过程．
本节共做出 ３ 种模拟，一是在对称条件下模

拟斯坦克尔伯格联盟达成稳定的过程以及不同收

益和成本下稳定联盟的成员国数量、减排量和净

收益；二是在非对称条件下模拟成本效应如何影

响不合作与完全合作的均衡结果；三是在非对称

条件下模拟稳定的斯坦克尔伯格联盟的成员国数

量、减排量和净收益，以及交易转让的过程．
３． １　 对称条件下稳定的联盟

前文在 １． ３ 节中已详细论证了联盟内外稳定

的条件． 前面用 α^Ｎ 表示临界的联盟规模（取小

数），这里定义 α∗Ｎ 表示一个稳定的联盟规模，即
成员数量（取整数），其内部和外部都是稳定的，
且 α∗Ｎ － α^Ｎ ＜ ２ ．
３． １． １　 求解稳定的联盟规模

为方便对比，假设 Ｎ ＝ １０，ａ ＝ １００，ｂ ＝ ２，
ｃ ＝ ０． ５ ． 根据式（５）、式（１６）和式（２０），可求得每

个可能的成员国比例 α 对应的减排水平和净收

益． 表 ６ 清晰再现了稳定联盟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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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对称条件下稳定联盟的形成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ａｂｌｅ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α ｑｌ ｑｆ πｌ πｆ Ｑｓｔａ Πｓｔａ

０． ００ — ８． ００ — ９４４． ００ ８０． ００ ９ ４４０． ００

０． １０ １． ８６ ８． ５３ ９５３． ６２ ９３６． ２７ ７８． ６６ ９ ３８０． ０４

０． ２０ ４． １６ ８． ７３ ９４８． ０２ ９３３． ２９ ７８． １７ ９ ３６２． ３４

０． ３０ ６． ６５ ８． ４３ ９４４． ５７ ９３７． ８８ ７８． ９４ ９ ３９８． ８７

０． ４０∗ ８． ９１∗ ７． ５７∗ ９４４． ３２∗ ９４９． ８３∗ ８１． ０７∗ ９ ４７６． ２４∗

０． ５０ １０． ５３ ６． ３２ ９４７． ３７ ９６５． １０ ８４． ２１ ９ ５６２． ３３

０． ６０ １１． ３４ ４． ９１ ９５２． ７４ ９７８． ８６ ８７． ７１ ９ ６３１． ９０

０． ７０ １１． ４６ ３． ６０ ９５９． ０８ ９８８． ６６ ９１． ００ ９ ６７９． ５５

０． ８０ １１． １０ ２． ５０ ９６５． ３３ ９９４． ５５ ９３． ７６ ９ ７１１． ７０

０． ９０ １０． ４８ １． ６３ ９７０． ９０ ９９７． ６８ ９５． ９３ ９ ７３５． ７４

１． ００ ９． ７６ — ９７５． ６１ — ９７． ５６ ９ ７５６． １０

　 　 由表 ６ 可知，当 α ＝ ０ 时表示不合作的纳什

均衡，最大化自身收益后每个国家减排量为

８. ００，净收益为 ９４４． ００． 当 α ＝ ０． １ 时，作为联盟

的发起者，唯一成员国只需减排 １． ８６，并迫使非

成员国减排量增加到 ８． ５３，并且净收益也明显增

加到 ９５３． ６２． 当第 ２ 个国家发现 πｌ（０． ２） ＞
πｆ（０． １） 时，也会选择加入联盟，此时 ２ 个成员国

各减排 ４． １６，８ 个非成员国的减排量再次被迫增

加到 ８． ７３． 此时联盟这种极大的吸引力来自于成

员国作为领导者，利用此时的时间效应优于外部

效应，获得比不合作时还低的减排量，迫使追随

者———非成员国增加减排量，从而实现成员国的

“搭便车”． 直到在 α ＜ ０． ４ 时， πｌ（０． ４） ＞
πｆ（０. ３），联盟对非成员国始终有吸引力． 当 α ＝
０． ４ 时，如果还有非成员国想要加入，则该国收益

由 πｆ（０． ４） 减少到 πｌ（０． ５） ． 因此该国加入联盟

并不会获得更高的收益，从而实现联盟外部稳定．
另一方面，可以发现 Ｑｓｔａ 和 Πｓｔａ 随着 α 增大

而增加，当 α ＝ １ 全员参加时，联盟减排量和净收

益最大， 出现社会最优． 但是由于 πｌ（１） ＜
πｆ（０. ９） ，９７５． ６１ ＜ ９９７． ６８，即全员参与时的成员

国净收益小于 ９ 个成员国时的非成员国的净收

益，因此会有一个成员国退出联盟． 以此类推，直
到在 α ＞ ０． ４ 时，成员国退出联盟都可获得更多

的净收益，外部效应优于时间效应． 但当 α ＝ ０． ４

时，如果有成员国再退出，则净收益由 πｌ（０． ４）
减少到 πｆ（０． ３） ，因此，该国离开联盟并不会获

得更高的收益，从而实现联盟内部稳定．
由此可见，在外部效应和时间效应占优的较

量中，最终唯一稳定的联盟是由 ４ 个成员国组成，
即 α ＝ ０． ４ ．

此外，可以发现，存在 πｌ α∗＋ １
Ｎ( ) － πｌ（α∗） ＞

πｆ（α∗） － πｌ α∗ ＋ １
Ｎ( ) ，在本例中就是 πｌ（０．５） －

πｌ（０． ４） ＞ π ｆ（０．４） － πｌ（０．５），可理解为在最优成

员数量的基础上，当联盟增加 １ 名成员国时，每个

成员国增加的收益是大于该非成员国加入联盟增

加的收益的． 因此，原有稳定联盟的成员国其实是

有集体动机拉拢非成员国加入联盟的，只是需要

支付额外的款项．
３． １． ２　 联盟规模与成本收益率的关系

本研究进一步将 ｂ值和 ｃ值扩展到 １２ × １２ 种

组合，求出 １４４ 种情况下，稳定的成员国数量

α∗Ｎ ． 并且，为更贴近现实情况，考虑到目前世界

上有２３３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家数量为１９７ 个，因
此，设 Ｎ ＝ ２００ ． 由式（２０）可知， α^与 ａ 无关，为方

便后续的减排量对比，设 ａ ＝ １ ０００． 表 ７ 列举了

稳定联盟中成员国数量的均衡结果，明确了 γ ≡
ｃ
ｂ 和 α∗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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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不同收益和成本下稳定联盟的成员国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７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ｓｔａｂｌ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

α∗Ｎ
ｃ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０． １０ ０． ２５ ０． ５０ １ ２ ５ １０ ２０ ５０ １００

ｂ

０． ０１ ３ ３ ３ ３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０． ０５ ６ ３ ３ ３ ３ ３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０． １０ １１ ４ ３ ３ ３ ３ ３ ２ ２ ２ ２ ２

０． ２５ ２４ ６ ４ ３ ３ ３ ３ ２ ３ ２ ２ ２

０． ５０ ４１ １１ ６ ４ ３ ３ ３ ３ ３ ２ ２ ２

１ ６８ ２０ １１ ６ ４ ３ ３ ３ ３ ３ ２ ２

２ １０１ ３５ ２０ ９ ６ ４ ３ ３ ３ ３ ３ ２

５ １４４ ６８ ４１ ２０ １１ ６ ４ ３ ３ ３ ３ ３

１０ １６７ １０１ ６８ ３５ ２０ １１ ６ ４ ３ ３ ３ ３

２０ １８２ １３４ １０１ ５８ ３５ ２０ １１ ６ ４ ３ ３ ３

５０ １９３ １６７ １４４ １０１ ６８ ４１ ２４ １１ ６ ４ ３ ３

１００ １９７ １８２ １６７ １３４ １０１ ６８ ４１ ２０ １１ ６ ４ ３

由表 ７ 可以看出，稳定联盟的成员国数量随着 γ 值

的减小而增加；当 γ 值足够小时，稳定联盟几乎由

全部国家组成，例如当 ｃ ＝ ０． ０１ ， ｂ ＝ １００ 时， γ ＝
０． ０００ １，此时，成本低且收益高，成员国的数量可

以稳定在 １９７ 个． 相反，当 γ 值较大时，很少有国家

选择加入气候联盟，加之在实际中，气候联盟通常规

定签署国的最低数量，这意味着当 γ 很大时，联盟不

太可能最终达成．当 γ ≥１ 之后，也就是成本一旦大

于等于收益，稳定的成员国数量不会超过 ３ 个．
３． １． ３　 稳定联盟的减排量与净收益

表 ８ 模拟了不同的 γ 值下，稳定联盟需要由

不同数量的成员国组成，以及对比了 ４ 种博弈中

的全球与各国减排量和净收益的差异，充分验证

了前文所有命题和结论．
表 ８　 联盟规模与全球和各国的减排量、 净收益

Ｔａｂｌｅ ８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 ｎｅｔ ｉｎｃｏｍｅ

γ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１ １ １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ｃ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１ ０． ０１ １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ｂ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０． ０１ １ １００ ０． ０１ １ ０． ０１
α^Ｎ １９６． １０ ６７． ３３ １． ９９ １． ０１ １． ００
α∗Ｎ １９７ ６８ ３ ２ ２

全球

Ｑｏ ９９９． ９０ ９９０． １０ ５００． ００ ９． ９０ ０． １０
Ｑｓｔａ ９９９． ９２ ９９０． １５ ５０１． ９１ １０． ００ ０． １０
Ｑｃ １ ０００． ００ ９９９． ９５ ９９５． ０２ ６６６． ６７ １９． ６１
Ｑｃｏｕ １ ０００． ００ ９９９． ５８ ５０７． ３９ １０． ００ ０． １０
Πｏ ４９ ９９９ ９７５ ４９９ ９２６ ４９ ９９２ ６４８ ３ ７４４ ３７４ ３７５ ３７ ４３７ ５００ ９８ ９ ８２７ １
Πｓｔａ ４９ ９９９ ９７５ ４９９ ９２７ ４９ ９９２ ６９６ ３ ７５３ ３７５ ３２１ ３７ ５３２ １０９ ９９ ９ ９２２ １
Πｃ ４９ ９９９ ９７５ ４９９ ９７５ ４９ ９９７ ５００ ４ ９７５ ４９７ ５１５ ４９ ７５１ ２４４ ３ ３３３ ３３３ ３３３ ９８

各国

ｑｏ ５． ００ ４． ９５ ２． ５０ ０． ０５ ０． ００
ｑｌ ５． ０２ ５． ００ ３． ７６ ０． １０ ０． ００
ｑｆ ３． ８５ ４． ９３ ２． ４９ ０． ０５ ０． ００
ｑｓ ５． ０８ １４． ２９ ７． ３９ ０． １０ ０． ００
ｑｎ ０． ０３ ０． ２１ ２． ４６ ０． ０５ ０． ００
ｑｃ ５． ００ ５． ００ ４． ９８ ３． ３３ ０． １０
πｏ ２４９ ９９９． ８７ ２ ４９９． ８８ ２４９ ９６３． ２４ １８． ７２ １ ８７１． ８８ １８７ １８７． ５０ ０． ４９ ４９． １４ ０． ００５
πｌ ２４９ ９９９． ８７ ２ ４９９． ６３ ２４９ ９６３． ２４ １８． ７３ １ ８７２． ６８ １８７ ２６８． ２８ ０． ４９ ４９． ２６ ０． ００５
πｆ — ２ ４９９． ６４ ２４９ ９６３． ６１ １８． ７７ １ ８７６． ６７ １８７ ６６６． ５２ ０． ５０ ４９． ６１ ０． ０１０
πｃ ２４９ ９９９． ８８ ２ ４９９． ８８ ２４９ ９８７． ５０ ２４． ８８ ２ ４８７． ５６ ２４８ ７５６． ２２ １６． ６７ １ ６６６． ６７ ０． ４９０

　 　 注： Ｎ ＝ ２００ ， ａ ＝ １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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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命题 １，外部效应的影响程度． 由表（８）
发现，外部效应最大的情况是 ΔＱ ＝ Ｑｃ － Ｑｏ ＝
９９５． ０２ － ５００． ００，ΔΠ ＝ Πｃ － Πｏ ＝ ４９ ７５１ ２４４ －
３７ ４３７ ５００，此时对应 ｂ ＝ １００，ｃ ＝ １００，γ ＝ １ ，验
证表 ３ 中情景 ４ 的合作必要性最大的条件． 但此

时，稳定的成员国数量 α∗Ｎ ＝ ３ ，完全印证了“合
作悖论”中的“收益大的联盟规模往往都较小”．
而希望联盟规模很大时， α∗Ｎ ＝ １９７ ，符合此条

件的 ΔΠ 和 ΔＱ 却都极小，失去了合作的必要性，
联盟很难维持稳定．

必须强调的是，以上情况适用于 Ｎ 较大的环

境问题． 当 Ｎ 变小时，任何国家的退出或加入都

会对其他成员减排水平的影响较大，反而有效地

惩罚了“搭便车”行为． 例如当设 Ｎ ＝ ５，ａ ＝ １００，
ｂ ＝ １，ｃ ＝ １ 时，计算可得，稳定的联盟由 ３ 个成员

国和 ２ 个非成员国组成，且求得 Ｑｏ ＝ ５０. ００，
Ｑｃ ＝ ８３． ３３，Ｑｓｔａ ＝ ６２． ７７，Πｃ ＝ ４ １６６． ６７，Πｏ ＝
３ ５００，Πｓｔａ ＝ ３ ８６９． ４０． 可见在这种情况下，联盟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与不合作情景之间的差

距，不满足“合作悖论”．
验证命题 ２，库诺特联盟中的外部效应到底

增加了成员国多少减排压力？ 当 γ ＝ ０． ０１ 时，相
对于 ｑｃ ＝ ５． ００ 和 ｑｏ ＝ ４． ９５ ， ｑｓ － ｑｎ ＝ １４． ２９ －
０. ２１，因此，外部效应是严格正的． 而且 ｑｓ － ｑｎ 随

着 γ 值增大而减小，外部效应逐渐减弱． 此外，除
当 γ ＝ １００ 时，由于 αＮ ＞ γ ＋ １ 不成立之外，验证

结论 ｑｓ ＞ ｑｃ ＞ ｑｏ ＞ ｑｎ 成立．
验证命题 ４，斯坦克尔伯格联盟受时间效应

影响，成员国从先动优势中获益多少？ 例如当

γ ＝ ０． ０１ 时， ｑｌ － ｑｆ ＝ ５ － ４． ９３，可见负的时间效

应极大的抵消了正的外部效应． 此外，对比两个联

盟， Ｑｓｔａ ＜Ｑｃｏｕ （９９０． １５ ＜９９９． ５８）， ｑｌ ＜ ｑｓ （５． ００ ＜
１４． ２９）， ｑｆ ＞ ｑｎ （４． ９３ ＞ ０． ２１）成立．

验证命题 ５，相对于不合作博弈，斯坦克尔伯

格联盟的结果改进了多少？ 当 γ ＝ １ 时，由于

α∗Ｎ ＞ α^Ｎ （３ ＞ １． ９９），所以验证 ｑｌ ≥ ｑｏ ≥ ｑ ｆ

（３. ７６ ＞ ２． ５０ ＞ ２． ４９）， πｆ ≥ πｌ ≥ πｏ （１８． ７７ ＞
１８. ７３ ＞ １８． ７２）成立，即相比不合作时，虽然联盟

中成员国的减排量更多，非成员国的减排量更少，
但双方获得的净收益都比不合作时更多，有利于

联盟维持稳定．
此外，本研究探究了为什么无论建立怎样规

模的联盟都始终无法有效提高全球减排量？ 非成

员国“搭便车”危害有多大？ １）当 γ ＝ １ 时，稳定

联盟由 ３ 个成员国组成，１９７ 个非成员国“搭便

车”． 虽然此时成员国努力增加减排 ｑｌ ＞ ｑｏ ＞ ｑ ｆ

（３． ７６ ＞ ２． ５０ ＞ ２． ４９），但提高全球减排量的效果

有限（ Ｑｓｔａ － Ｑｏ ＝ ５０１． ９１ － ５００． ００）． ２）当 γ ＝
０. ０１ 时，成员国数量增加到 ６８ 个，但每个成员国

只象征性地增加了很少的减排量（ ｑｌ －ｑｏ ＝５． ００ －
４． ９５），因此，全球减排量仍无明显增加（ Ｑｓｔａ －
Ｑｏ ＝ ９９０． １５ － ９９０． １０）． 即便如此，相比之下，还
是 ３ 个成员国的小联盟更优． 因此，当 ｂ ＝ １００ 和

ｃ ＝ １００ 时，Πｓｔａ － Πｏ ＝ ３７ ５３２ １０９ － ３７ ４３７ ５００，
全球净收益相对有了明显的提升．

综上所述，在对称条件下，时间效应对于联盟

的参与有巨大的影响． 在斯坦克尔伯格联盟中，包
括大联盟在内的任何数量的成员国都有可能是稳

定的，而库诺特联盟的成员从不超过 ３ 个［４０］ ． 原
因是，对于成员数量小于 α^Ｎ 的联盟来说，时间效

应占优，导致成员国将减排任务转移给非成员国．
当成员数量大于 α^Ｎ 时，外部效应占优，哪怕多出

１ 个成员都会使联盟不稳定．
３． ２　 模拟非对称条件下的成本效应

本节通过对成本和收益分布规律的巧妙设

计，明确了从对称约束条件转变到非对称，在不合

作与完全合作中，各国减排量和净收益的变化路

径，从而解释了成本效应对外部效应的影响程度．
表 ９ 中，假设有 ３ 个国家；第 １ 组，各国呈现

对称性特征． 从第 ２ 组开始到第 ４ 组，收益不变，
成本出现非对称性，且差距越来越明显． 从第 ４ 组

到第 ８ 组，在成本的非对称性基础上，收益也出现

非对称性，并且两者分别呈现正负协方差的情况，
进而出现了低成本低收益、低成本高收益、高成本

高收益、高成本低收益等组合情况．
通过验证发现：
１）观察第 １ 组 ～第 ４ 组，收益相同，随着非对

称的成本差距越来越大，无论合作与否，总减排量

Ｑａｃ 、 Ｑａｏ 和外部效应 ΔＱ 都逐渐变大（６８ ＞ ５３ ＞
４８ ＞ ４３，４１ ＞ ２７ ＞ ２３ ＞ ２０，２７ ＞ ２６ ＞ ２４ ＞ ２３），合作

变得更有必要． 此外，对比各国减排量发现，虽然

合作时的减排量始终大于不合作 ｑａｃ
ｉ ＞ ｑａｏ

ｉ ，但净

收益 πａｃ
ｉ ＞ πａｏ

ｉ ． 随着组间非对称成本差距的增

加，组内各国之间的减排量和净收益差距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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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
２）对比第 １ 组和第 ９ 组，成本相同，收益占比

出现非对称特征，虽不影响减排总量 Ｑａｃ 、 Ｑａｏ 和

ΔＱ ，但各国 ｑａｏ
ｉ 、πａｃ

ｉ 和 πａｏ
ｉ 发生变化，且 ΔΠ 明显

增加（７４３ ＞ ６１０），合作变得更有利．
３）观察第 ４ 组 ～ 第 ８ 组，保持成本差异不变

时，无论收益 θｉ 如何变化，完全合作下的 ｑａｃ
ｉ 、Ｑａｃ

和 Πａｃ 都不变． ①在第 ５ 组和第 ６ 组中，成本和收

益的协方差为正，于是存在低成本低收益的国家

和高成本高收益的国家． 两组在不合作时的 Ｑａｏ

和 Πａｏ 减少（４１ ＞ ２９ ＞ ２５，２ ８６６ ＞ ２ １９４ ＞ １ ９０３），
并且此时第 ６ 组的外部性最大（ ΔＱ ：４３ ＞ ３９ ＞
２７， ΔΠ ：１ ４８４ ＞ １ １９３ ＞ ５２１），成为最有必要合

作的一组，此时只需 πａｃ
３ （３ ３０８）给予 πａｃ

１ （４０）和
πａｃ

２ （４０）适当的补贴，便可实现． ②在第 ７ 组和第

８ 组中，成本和收益的协方差为负，于是存在低成

本高收益的国家和高成本低收益的国家． 可以发

现，这种组合方式下即使不合作，它们的减排总量

Ｑａｏ 也达到最大（４６），因此 ΔＱ 最小（２２），此时最

没有必要合作．
表 ９　 成本效应对减排量和净收益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ｔ ｉｎｃｏｍｅ

组别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成本

ｃ１ ４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４
ｃ２ ４ ４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４
ｃ３ ４ ６ ８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４

收益

占比

θ１ １ ／ ３ １ ／ ３ １ ／ ３ １ ／ ３ １ ／ ６ １ ／ ８ ５ ／ １２ １ ／ ３ １ ／ ６
θ２ １ ／ ３ １ ／ ３ １ ／ ３ １ ／ ３ １ ／ ６ １ ／ ８ ５ ／ １２ １ ／ ６ １ ／ ６
θ３ １ ／ ３ １ ／ ３ １ ／ ３ １ ／ ３ ２ ／ ３ ５ ／ １２ １ ／ ６ １ ／ ６ ２ ／ ３

不合作

ｑａｏ１ ７ １３ １２ ２０ １２ ９ ２３ ３６ ３

ｑａｏ２ ７ ６ １２ ２０ １２ ９ ２３ ９ ３

ｑａｏ３ ７ ４ ３ ２ ５ ６ １ １ １３

Ｑａｏ ２０ ２３ ２７ ４１ ２９ ２５ ４６ ４６ ２０

πａｏ
１ ５１１ ５２６ ６３８ ８９８ ３３７ ２２５ １ ２２１ １ ７１０ ２７８

πａｏ
２ ５１１ ６０７ ６３８ ８９８ ３３７ ２２５ １ ２２１ ５４９ ２７８

πａｏ
３ ５１１ ６３５ ７４８ １ ０７１ １ ５１９ １ ４５４ ５８６ ５８６ ８４４

Πａｏ １ ５３３ １ ７６８ ２ ０２５ ２ ８６６ ２ １９４ １ ９０３ ３ ０２８ ２ ８４５ １ ４００

完全

合作

ｑａｃ１ １４ ２６ ２４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４

ｑａｃ２ １４ １３ ２４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４

ｑａｃ３ １４ ９ ６ ３ ３ ３ ３ ３ １４

Ｑａｃ ４３ ４８ ５３ ６８ ６８ ６８ ６８ ６８ ４３

πａｃ
１ ７１４ ５３２ ７４４ ９７３ ２２６ ４０ １ ３４６ ２ ４６６ １５３

πａｃ
２ ７１４ ８７３ ７４４ ９７３ ２２６ ４０ １ ３４６ ２２６ １５３

πａｃ
３ ７１４ ９８６ １ １５９ １ ４４１ ２ ９３４ ３ ３０８ ６９５ ６９５ １ ８３７

Πａｃ ２ １４３ ２ ３９１ ２ ６４７ ３ ３８７ ３ ３８７ ３ ３８７ ３ ３８７ ３ ３８７ ２ １４３

外部

效应

Δ Ｑ ２３ ２４ ２６ ２７ ３９ ４３ ２２ ２２ ２３

Δ Π ６１０ ６２４ ６２２ ５２１ １ １９３ １ ４８４ ３５９ ５４２ ７４３

　 　 综上所述，非对称性并不一定是成功合作的

阻碍，相反，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有利于提高全

球的减排量和净收益． 成本的非对称和收益的非

对称会分别对减排量和净收益产生不同的影响．
成本的非对称性越强，如果能实现完全合作，则会

出现最大的全球减排量（６８）和净收益（３ ３８７）．
当收益与成本的协方差呈现正向变动时，外部性

增大了，合作变得更有必要和容易成功（第 ５ 组

和第 ６ 组）；当呈现反向变动时，外部性较小，合
作的稳定性较差（第 ７ 组和第 ８ 组）．

具体到各种类型的国家：①高成本高收益的

国家会在完全合作时会被分配到比不合作更少且

极少的减排任务，同时获得更大且极大的净收益．
因此，此类国家必然积极倡导完全合作． ②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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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益的国家会在不合作时获得最高的净收益，
但会在完全合作时被分配较高的减排任务，因此，
劝说此类国家参与合作最难． ③低成本低收益的

国家也会在完全合作时被分配较高的减排任务，
且由于收益占比较低，最终的净收益也较低． 但此

时很容易被同组内高成本高收益的国家以少量的

补偿拉拢． ④高成本低收益的国家在完全合作时

会被分配到极少的减排任务，但如果不合作，可以

减排更少． 此类国家完全不考虑减排，若想提高其

积极性，最好的办法是提高收益．
３． ３　 模拟非对称联盟的稳定性

本节的目的是强调这三种效应对斯坦克尔伯

格联盟稳定性的影响，而不是提供详尽的模拟． 假
设国家数量 ｎ ＝ １０ ， ａ ＝ １００ ， ｂ ＝ １ ． 主要考虑

了两种方法：同时考虑成本斜率 ｃｉ 和收益占比 θｉ

存在负的和正的协方差，且在第一组模拟中被假

设为等距分布［７， ４１］，在第二组模拟中被假设为高

度偏态分布［４１， ４２］ ．
首先，定义等距分布． １）收益的分布为： θ ＝

é

ë

ê
ê

１
５５，

２
５５，…， １０

５５
ù

û

ú
ú
，满足 θｉ ＝ θ１ ｉ ，且 θ１ ＝ １

５５ ，

∑
ｎ

ｉ ＝ １
θｉ ＝ １. ２） 成本的分布满足平均斜率 ｃ－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ｃｉ ＝ １ ， ∑

ｎ

ｉ ＝ １
ｃｉ ＝ ｎ ． ①正协方差时，成本分

布满足 ｃｉ ＝ ｎｉβ１ ，且 β１ ＝ １
５５ ，得到 ｃ ＝

é

ë

ê
ê

１０
５５，

２０
５５，

…，１００５５
ù

û

ú
ú
，此时，ωｉ ＝

θｉ

ｃｉ
＝ １

１０ ＝ １
ｎ ． ②负协方差

时，成本分布为 ｃ ＝
é

ë

ê
ê

１００
５５ ，９０５５，…，１０５５

ù

û

ú
ú
，则 ω ＝

é

ë

ê
ê

１
１００，

２
９０，…，１０１０

ù

û

ú
ú
． 此时国家 １０ 拥有最高的收益

和最低的成本．
其次，定义高度偏态分布． １）收益的分布为：

∑
ｎ

ｉ ＝ １
θｉ ＝ ０． ４×２ ＋ ０． ０２５ × ８ ＝ １ ，前 ２ 个国家高收

益占比，后 ８ 个国家低收益占比． ２）成本的分布

仍然满足 ∑
ｎ

ｉ ＝ １
ｃｉ ＝ ｎ ． ①当正协方差分布时，成本

分布为 ４ × ２ ＋ ０． ２５ × ８ ，即 ２ 个高收益高成本国

家， ８ 个低收益低成本国家，同样满足 ωｉ ＝
θｉ

ｃｉ
＝

１
１０ ＝ １

ｎ ． ②当负协方差分布时，成本分布为 ０． ２ ×

２ ＋ １． ２ × ８ ，即 ２ 个高收益低成本国家，８ 个低收

益高成本国家．
由于在斯坦克尔伯格联盟中，成员国和非成

员国的决策有先后顺序，但成员国内部不分先后

顺序，因此，１０ 个国家可形成 ２ｎ － １ ＝ １ ０２３ 种组

合，其中，稳定联盟组中最高的全球减排量用 ｍａｘ
Ｑａｓｔａ 表示． 定义“减排效果”ＣＧＩ（ａ ｃｌｏｓｉｎｇ⁃ｔｈｅ⁃ｇａｐ

ｉｎｄｅｘ）， ＣＧＩＱ ＝ ｍａｘ Ｑａｓｔａ － Ｑａｏ

Ｑａｃ － Ｑａｏ ， “ 净 收 益 效

果” ＣＧＩΠ ＝ ｍａｘ Πａｓｔａ － Πａｏ

Πａｃ － Πａｏ ． 进一步定义“减排

效率” ＡＥ ＝ ＣＧＩＱ × Ｑａｃ

Ｑａｏ ，“净收益效率” ＮＥ ＝

ＣＧＩΠ × Πａｃ

Πａｏ ． 表 １０ 模拟了 ４ 种分布情况下的各值

情况．
第一，对比外部效应的影响程度． 发现，①社

会最优下最大的全球减排量 Ｑａｃ （９７． ０１５）出现在

第 ４ 组下的正协方差偏态分布． ②负协方差的组 １
和组 ３ 成员拥有低成本和高收益，即使不合作也会

大量减排 Ｑａｏ ，且偏态分布下更明显（８０． ６４５ ＞
６８. ９６２）． ③由于正协方差下的组 ２ 和组 ４ 的 Ｑａｏ

略小，所以 ΔＱ 会更大，此时的外部效应更大，更
容易达成完全合作．

第二，对比斯坦克尔伯格联盟中稳定的成员

国数量 α∗Ｎ ． 发现第 ３ 组下的负协方差的偏态分

布，可以实现全员参加 ｛Ｎ｝ ，成员是 ２ 个高收益

低成本的国家和 ８ 个低收益高成本的国家，类似

于 ２ 个气候恶劣的发展中大国与 ８ 个环境优良的

发达国家组成的气候联盟． 从而使第 ３ 组的

ｍａｘ Ｑ、 ＣＧＩＱ、 ＡＥ 和 ＣＧＩΠ 都最大． 但第 ４ 组的

ｍａｘ Π 和 ＮＥ 最大，即实现了以更少的减排量

（８８. ８８１）获得更大的净收益（４ ７５９． ２２４），此时，
联盟成员是 １ 个高收益高成本的国家和 ５ 个低收

益低成本的国家．
第三，对比正负协方差． 发现负协方差的成员

国数量 α∗Ｎ 、减排量 ｍａｘ Ｑ 等大部分指标都大于

正协方差的结果，也就是组 １ 优于组 ２，组 ３ 优于

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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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非对称条件下的模拟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０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组别
平均分布 偏态分布

１）负 ｃｏｖ ２）正 ｃｏｖ ３）负 ｃｏｖ ４）正 ｃｏｖ

收益 θｉ
１
５５ ， ２

５５ ，…，１０５５[ ] １
５５ ， ２

５５ ，…，１０５５[ ] ２
５ ， ２

５ ， １
４０ ，…， １

４０[ ] ２
５ ， ２

５ ， １
４０ ，…， １

４０[ ]

成本 ｃｉ
１００
５５ ，９０５５ ，…，１０５５[ ] １０

５５ ，２０５５ ，…，１００５５[ ] １
５ ， １

５ ， ６
５ ，…， ６

５[ ] ４，４， １
４ ，…， １

４[ ]

不合作 Ｑａｏ ６８． ９６２ ５０． ０００ ８０． ６４５ ５０． ０００

完全合作 Ｑａｃ ９４． １５５ ９４． １５５ ９４． ３４０ ９７． ０１５

斯坦克尔

伯格联盟

α∗Ｎ ｛３，８，９，１０｝ ｛１，９，１０｝ ｛Ｎ｝ ｛１，３，４，５，６，７｝

ｍａｘ Ｑ ８１． ７２０ ６７． ９９８ ９４． ３４０ ８８． ８８１

ＣＧＩＱ ５０． ６４２％ ４０． ７６１％ １００％ ８２． ７００％

ＡＥ ０． ６９１ ０． ７６８ １． １７０ １． ６０５

ｍａｘ Π ４ ５７６． ３５２ ４ ２９９． ２９９ ４ ７１６． ９８１ ４ ７５９． ２２４

ＣＧＩΠ ６３． ０１６％ ６２． ２７６％ １００％ ９２． ５３３％

ＮＥ ０． ６８２ ０． ８０９ １． ０４５ １． ２３８

　 　 第四，对比平均分布和偏态分布． 发现偏态分布

在三种博弈情况和两种分布中的所有指标都大于平

均分布的结果，也就是组 ３ 优于组 １，组 ４ 优于组 ２．
综上所述，当成本和收益呈现负协方差的偏

态分布时，斯坦克尔伯联盟中的时间效应和成本

效应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使其减排量最大，且实现

了全员参加和社会最优． 据此推断：更大的不对称

性反而更有利于全球减排．
３． ４　 模拟稳定联盟中交易转让的过程

其中，以第 １ 组联盟｛３，８，９，１０｝为例，表 １１
模拟了转让机制是如何影响各成员国分配到的盈

余 ｘｉ 、分配到的减排量 ｑｒ 和转让所得 τｉ 并最终维

持了联盟稳定． 根据前文式（６） ～ 式（１０） 和式

（１７）、式（１８）可计算出各列数值．
表 １１　 模拟稳定联盟中交易转让的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１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ｉ ∈ Ｗ ｑkｉ （Ｗ） πｗ
ｉ （Ｗ） πk

ｉ （Ｗ ＼ ｉ） ｘｉ ｑｒ τｉ πｗ
ｉ （Ｗ） ＋ τｉ

３ ４． ６７０ ２４７． ７５０ ２６０． ４１４ ０． ５３５ ２． ９３１ １３． ２００ ２６０． ９５０

８ １２． ４５５ ６６０． ６６６ ６６３． ３３０ １． ４２８ １１． ９１５ ４． ０９１ ６６４． ７５８

９ １８． ６８２ ７２７． ３８５ ７２２． １４２ １． ６０６ １９． １６１ － ３． ６３７ ７２３． ７４８

１０ ３７． ３６４ ７５１． ７９９ ７３６． ３６１ １． ７８４ ３９． １６４ － １３． ６５４ ７３８． １４５

∑
ｉ∈Ｗ

７３． １７１ ２ ３８７． ６０１ ２ ３８２． ２４８ ５． ３５３ ７３． １７１ ０． ０００ ２ ３８７． ６０１

ｊ ∉ Ｗ ｑkｊ （Ｗ） πk
ｊ （Ｗ）

１ ０． １８３ ８７． ８４１

２ ０． ４０６ １７５． ６０８

４ １． ０４５ ３５０． ７９１

５ １． ５２３ ４３８． ０９１

６ ２． １９４ ５２５． ０４１

７ ３． １９９ ６１１． ３７９

∑
ｊ∉Ｗ

８． ５４９ ２ １８８． ７５１

∑
ｉ，ｊ∈Ｎ

８１． ７２０ ４ ５７６． ３５２

　 　 在负协方差的平均分布下，该联盟可以实现

最大的减排量，其稳定的成员国由 １ 个较低收益、

较高成本国家和 ３ 个最高收益、最低成本国家组

成，各自的收益和成本为 ３
５５，

８０
５５[ ] 、 ８

５５，
３０
５５[ ] 、

—０４１—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９
５５，

２０
５５[ ] 和 １０

５５，
１０
５５[ ] ． 表 １１ 中，上半部分的成员

国 ｉ 在联盟内部参与交易转让，下半部分的非成

员国 ｊ 被排除在外．
例如，国家 ３ 若留在联盟中需减排 ４． ６７０ 且

获净收益 ２４７． ７５０，若退出联盟净收益将增加到

２６０． ４１４，于是有动机退出． 于是联盟为留住该成

员国需要为其补足净收益潜在的损失，按照收益

成本比进行分配到盈余 ０． ５３５． 加上联盟内各成员

国相互交易转让减排量形成的碳价 ｐ ＝ ７. ５８７ ，最终

国家 ３ 只需承担联盟为分配的更少的减排量

２. ９３１，并将多余的排放额度卖出，获利 １３． ２００． 此
时，国家 ３ 留在联盟内的净收益增加到 ２６０. ９５０ 大

于退出联盟的净收益 ２６０． ４１４． 因此，国家 ３ 不会退

出． 再例如，国家 １０ 若留在联盟中需减排 ３７． ３６４，
但联盟为其分配的减排量为 ３９. １６４，为此该国需支

付 １３． ６５４ 购买额外的排放额度． 最终，该国获得净

收益虽然从 ７５１． ７９９ 减少到 ７３８． １４５，但仍高于退

出联盟的净收益７３６． ３６１，因此，国家 １０ 也不会退

出． 同时，∑
ｉ∈Ｗ

τｉ ＝ ０ 实现了“零和转让”， ∑
ｒ∈Ｗ

ｑｒ ＝

∑
ｉ∈Ｗ

ｑｗｉ 联盟减排总量也没变． 总之，交易转让机制使

联盟中的成员国进一步根据各自减排成本和收益

的情况在联盟内部转让减排额度，从而实现联盟减

排量和净收益的最大化，有利于维持联盟的稳定．
综上所述，通过模拟，清晰再现了各国的决策

博弈过程和稳定联盟的形成过程，给出了明确的

成员国数量． 尤其在非对称假设下，通过对成本和

收益分布规律的巧妙设计，明确了不同博弈模型

中减排量的变化路径．

４　 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研究外部效应、时间效应和成本

效应的相互作用，解释了“合作悖论”产生的内在

逻辑，并分别对比分析了对称和非对称条件下的

４ 种博弈的均衡结果，研究结果发现：
在对称国家的假设下，全球可形成稳定的大

联盟但净收益增长甚微． 外部效应具有严格的正

向作用，迫使库诺特联盟成员国的减排量骤增． 但
时间效应具有负向作用，可以帮助斯坦克尔伯格

联盟中“领导者” （成员国）获得“先动优势”，越
早加入，最优减排量（集体净收益最大）越小，净

收益越大，“追随者” （非成员国）的最优减排量

（个体净收益最大）反而更大． 当外部效应和时间

效应正好抵消时，边际成本斜率和边际收益斜率

的比值决定了稳定的气候联盟的成员国数量、减
排量和净收益． 当比值接近 ０，即成本大收益小

时，时间效应优于外部效应，从而会吸引大量的参

与者，但此时形成稳定的大联盟收益极小，出现

“合作悖论”；当比值较大，即成本小收益大时，只
能形成稳定的小联盟．

气候联盟的进一步改进源于成本效应的出

现． 在非对称国家的假设下，外部效应不再是严格

的正向作用，并产生了交易转让的需求，成员国无

需被迫增加减排量，可以卖出自身多余的排放配

额． 在斯坦克尔伯格联盟中，３ 种效应同时存在．
对于低成本高收益的成员国来说，时间效应的影

响最大———越早加入联盟，净收益越大；对于高成

本高收益的成员国来说，成本效应的影响最

大———较高的减排成本使之在联盟只需承担极小

的减排任务． 通过模拟发现，在非对称情况下，当
在成本和收益呈现负协方差的偏态分布时，斯坦

克尔伯联盟中的时间效应和成本效应可发挥出最

大的作用，形成了一个广泛参与、稳定的、减排效

果显著的全球气候联盟． 说明非对称越明显越有

利于联盟维持稳定和提高减排水平．
建立气候联盟更应该像制定一系列的策略

集，无论形成何种联盟结构，联盟总能以最优减排

水平或碳税标准予以应对． 当减排不是占优策略，
且存在碳泄漏时，联盟就不应该再为每个成员国

制定固定的减排要求． 此外，时间效应表明，联盟

与其呼吁所有国家同时提交减排计划，不如要求

成员国先做出减排承诺，非成员国后选择减排量，
这样可以使减排目标不那么宏大，从而参与度更

高． 最后，转让机制对于利用成本效应和提高参与

度至关重要，尤其当高收益低成本的成员国发挥

先动优势和利用成本收益的偏态分布时，建立的

联盟可以同时拥有较高的减排量和大量的参与

者，接近社会最优． 如果相对贫穷的国家具有较低

的 ＭＡＣ ，并可以获得来自富裕国家的正向转让，
那么气候联盟就可以获得高效减排和缩小全球不

平等［４３］的双重红利．
对中国来说，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提出

“双碳”目标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既有利于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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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也促进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

治理与合作． 本研究为此提出三点启示．
第一，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减排收益． 通过着

力控制减排成本和气候损失，提高环境效益、气候

效益、经济效益等手段，争取成为具备低成本和高

收益特征的国家，并且利用“先动优势”，不仅有

利于在全球碳减排义务分担的决策博弈中争取主

动权，还有利于形成自身稳定、科学、高效的减排

节奏，维持较高的净收益．
第二，同时建立“大联盟”和“小联盟”． 中国

一方面要全面落实《巴黎协定》，积极建设性参与

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

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小

范围内建立气候联盟． 从“合作悖论”与“更大的

非对称性反而更有利于减排”的结论中得到启

示，在小联盟中，积极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开展

多领域的合作与帮扶，如积极推动气候变化南南

合作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等，通过技术合作和

资金支持，不仅缓解了其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

家的减排压力，还有利于减少摩擦和谈判成本，形
成更加稳固的小联盟，最大程度的提高其减排总

量和净收益．

第三，灵活利用转让机制． 中国应积极发挥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积极作用，参与和推动构

建《巴黎协定》下的全球碳交易市场机制［４４］，就
兼容性、使用范围和时机等问题加强对话与协调．

在未来研究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扩展：
首先，博弈论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分支，很难同时兼

顾实证研究的功能，只能通过模拟进行验证． 下一

步尽可能收集各国真实的减排成本与收益的统计

数据或相关替代变量，使研究结论可以真正指导

各国减排决策． 其次，为适应 ２０１５ 年《巴黎协定》
建立的新的气候治理机制，各国在第一次提交国

家自主贡献时，很可能由于缺乏经验或参考案例，
而做出有偏差的决策． 因此，“完全理性”假设往

往很难实现． 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采用演化

博弈方法，不仅可以作为完全理性博弈分析结论

的印证和选择工具，还可以用来预测全球气候联

盟未来长期中的变化趋势． 最后，目前的文献大都

用损失函数来替代收益函数，作者认为仅用气候

损失这一经济变量可能无法全面涵盖国家的减排

收益． 未来可以更多的将健康收益、生态收益、环
境收益，甚至国际声誉等潜在收益等作为协同因

素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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